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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农民行为的因素有多种。研究者因学科基础和关注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关系—行为”范式在解释传统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时更有解释力，但也存

在着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及现阶段农民关系的变化，发掘和拓展范式中“关系”的内涵，可以实现“关

系—行为”分析范式从微观、社会领域到宏观、整体格局的转变。对中国农民行为历史的分析表明，

“关系—行为”范式依次表现为三个次级范式：“社会关系—行为”范式、“政治关系—行为”范式和

“经济关系—行为”范式。现阶段，农民的关系及行为朝着个体化方向发展，“关系—行为”范式亦将

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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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关农民行为及其模式的研究中，类型化是一个重要特征，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如道义小农、

理性农民、生存小农和社会化小农等。这与研究者秉持的分析范式有直接关系。按照美国科技哲学家

库恩的解释，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

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托马斯，2003）。 

在有关农民行为的研究与理论探讨中，由于研究者所属学科及所秉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不

同，探讨农民行为的逻辑起点各不相同，相应的理论也就各不相同。这种学科式和类型化探讨虽然有

助于对农民行为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分析，但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理论的解释力常常局限于

一隅，或是限于学科领域，或是限于具体的对象。这既不利于农民行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与行为

主义范畴的实践品质相悖离。正因如此，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范式探讨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探讨分析农

民行为的一般范式。 

二、基于已有学科研究的四种范式 

按照库恩的解释，科学研究范式及其运用总是与一定的学科及其理论基础结合在一起的。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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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对农民行为关注最多。然而，在有关农民行为的研究与理论探

讨中，学科间的结合与融合是常见的现象。从理论探讨的结果来看，以下四种分析范式具有代表性： 

1.伦理学基础上的道德主义范式。这一范式的特点是农民所属群体的规范与道德是农民行为的出

发点，代表性的观点是斯科特的道义小农（参见詹姆斯，2001）。斯科特认为，村庄规范和道德伦理是

农民行为的最高准则，农民个体则成为了村庄整体的附属品。一些社会学家将这种范式归结为迪尔凯

姆的整体主义传统，强调社会的相对独立实体特性，并由此决定了社会中个体的特性（肖倩，2005）。

这使得研究者们首先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个体本身。在这个方面，比较典型的还有传统时期

的中国农村社会，杨懋春（1998）和杨国枢（2004）等学者总结的家族主义范式也可归纳进来。然而

实际上，家族主义范式应该是基于伦理学的道德主义范式和“关系—行为”范式的结合体。不过，不

论是道义小农还是家族主义范式，关注的对象均是传统时期的农民，存在着不足特别是时间上的局限

性。 

2.经济学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范式。代表性的理论为波普金的理性农民（参见Popkin，1979）。其中，

理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论断。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理性本身的含

义有关。在哲学意义上，理性是人类具有的依据所掌握的知识和法则进行各种活动的意志和能力，囿

于人类的认知能力特别是农民自身的特性，农民的理性就被限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畴内；二是在波

普金的理性农民中，理性主要是指经济上的理性，它与个人主义经济传统有直接关系，是亚当•斯密经

济理性的延展，是舒尔茨农民经济理性的继续，理性因关注点不同而发展出多种模式，也就有了舒尔

茨农民与波普金农民的区分。但是实际上，理性不仅仅限于经济范畴，农民的行为也不仅仅限于经济

领域，还表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于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农民的行为也延续了社会学中的韦

伯个体主义传统和政治学中的霍布斯个人主义传统，从而应当呈现出综合性的特征（常庆欣，2014）。

波普金也坦言，对理性农民的分析仅仅是分析方法上的一个转变，是相对于道义小农的另外一个视角

（Popkin，1979）。这一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论，特别是一些二元化的观点。一是这种二分法只能

局限于理论层面，不符合客观社会现实（郭于华，2002）；二是波普金对理性农民的分析主要限于转型

时期的越南。 

3.基于政治学的“制度—行为”范式。这种分析范式首先出现于政治学科中，并在法学、行为学

科中得到了发展，它强调国家和社会的政策、法律、制度、规定等是农民行为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

和恩格斯开创了“制度—行为”范式的先例，并被后继者们所推崇，特别是对法德农民生存状态及法

德革命中农民行为的分析。其结论是，农民是法律、制度和权力的受剥削者，他们的行为方式在传统

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为黄宗智在分析传统中国小农时所综合，并喻为

“受剥削小农”——小农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不过，黄宗智（2000）认为，这只是传统中国小农的

三种面貌之一。对应当代中国农村的变化，徐勇等提出并论证的“社会化小农”，一方面继承了“制度

—行为”范式，认为农民行为受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等的塑造（徐勇、邓大才，2006；刘金海，2015），

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农民个体的行动能力，农民行为既是宏观政治和社会结构塑造的结果，同时也推动

国家和社会一些制度和政策的改变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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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中国的“关系—行为”范式。这种范式从社会系统或社会关系出发，探讨农民行为及其取

向。代表性的观点有：①梁漱溟的“关系本位”。梁漱溟对比了中西方社会系统，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

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不把重点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

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梁漱溟，1998）②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农民的处事规则随着关系的远近

亲疏而有所区别。“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

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费孝通，1998）③许烺光的情境模式。它是关系取向

论的发展，强调不同圈层有不同的行为法则（Hsu，1981）；Lawson（1997）甚至发展出了“情境理性”，

以取代正统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凸显情境在行为逻辑起点中的重要性。④杨懋春（1998）和杨国枢

（2004）的家族主义。家族主义融合了社会系统、道德伦理和社会关系，成为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中

的决定性因素。很明显，“关系—行为”范式虽然以社会学为基础，但融合了伦理学和文化学，也是一

种综合性的分析范式。另外，杜赞奇（2010）的权力文化网络也可以归于这一类，因为文化网络表现

为一种固化的农村社会关系。 

上述四种代表性的分析范式在解释农民行为的效率上有差异，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视角

或者说是分析范式本身导致了研究逻辑起点及结论上的差异，这源自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或基础；二

是研究对象及时间有差异：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农耕小农，还是社会转变中的小农；是局限于传统时期，

还是局限于社会转型时期。四种分析范式具体见表 1。 

表 1                                  四种分析范式的说明 

代表性范式 所属学科 主要内容及适用性 缺陷或不足 

道德主义范式 伦理学 
强调村庄集体的道德性，突出生存伦理的先决作

用；适用于传统属性很强的农村 

主要限于传统时期的东南亚农

村；受殖民地统治的影响 

个人主义范式 
经济学 

心理学 

强调个人行为的心理基础，特别是理性；主要适用

于经济领域个体式农民行为的研究，但有前提条

件，即对农民理性持肯定态度 

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突出了个

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忽视了

农民行为产生的条件与环境 

制度—行为范式 
政治学 

法学等 

强调制度和权力等对农民行为的决定性作用；适用

于国家控制和制度稳定的社会中农民行为的研究 

强调制度和权力的规范性与强

制性；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和

其行为的能动性 

关系—行为范式 

社会学 

伦理学 

文化学 

专门针对中国传统农村；主要探讨农民相互之间的

关系及其对行为的影响 

主要针对传统时期的中国农

民；主要限于社会领域 

学科背景与基础不同，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亦不相同，理论的解释力也就各不相同。

如道德主义范式，对传统农耕社会农民行为有非常强的解释力，道德小农和家族主义常成为分析传统

中国农民行为的理论工具；“关系—行为”范式更进一步，在探讨传统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时更具有解

释力，从而被多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推崇；在阶级分析方法下，传统时期农民处于“被剥削”状

态，由此决定了他们的处境与政治行为；“理性农民”是相对于道义小农提出的，重点关注到了越南社

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社会化小农”则是对后集体化时期、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行为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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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概括。农民行为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和不断发展的格局。 

基于学科的四种分析范式有两个共同的方面需要关注：一是这些范式的理论基础在运用过程中存

在着特殊化倾向，需要拓展；二是这些理论的一般性值得探讨。从理论基础来看，这四种分析范式各

有差别：个人主义范式中的理性虽然具有一般性，但农民理性属于特殊主义范畴；制度虽然具有一般

性，但传统时期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非常有限；道德与关系是传统时期农村的普遍性特征，具

有理论基础的一般性，但道德在历史中经常让位于国家权力或市场规制，而关系则是一个普遍性的社

会现象，这决定了“关系—行为”范式综合性更强。另外，这四种范式均基于特殊时期或特殊地域的

研究对象，因而其解释力有局限性，但是，专门针对中国传统农民的“关系—行为”范式在解释传统

中国农民社会行为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正因如此，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探讨“关系—行为”范式的解释力及不足之处；其次

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农民关系及行为的根本性变化，对“关系—行为”范式中“关系”内涵进行发掘和

拓展，以期克服和弥补既有“关系—行为”范式的缺陷或不足，从而实现“关系—行为”分析范式从

微观、社会层面到宏观、整体格局的转变。 

三、“关系—行为”范式的优势及不足 

四种分析范式中，道德主义范式和个人主义范式对立出现，“制度—行为”范式有强烈的国家主

义和社会结构导向，而“关系—行为”范式在解释和分析探讨传统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时更有解释力。 

（一）“关系—行为”范式具有比较优势 

首先，其它三种分析范式均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修正的结果与“关系—行为”范式同步

发展。道德主义范式重视农民的生活共同体及整体的道德规范，忽略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容易

出现“过度社会化”的情形；“制度—行为”范式强调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在探讨具体

的农民行为时力有不殆；个人主义范式虽然突出了农民行为的内在机制及心理因素，但忽视了农民心

理和动力机制形成的社会和制度因素，即源动力的问题，而且，现实条件也难以支持农民是一个理性

行动者的假设。在这三种范式中，前两种都包含了迪尔凯姆（1995）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因素，与

个人主义范式形成分析方法上的二元对立。对此，社会学大师布迪厄持否定态度，认为两者都是片面

的，并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将“场域”视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参见布迪厄，

1998）。“关系—行为”范式的提出及发展与之不谋而合，先是“关系本位”和“差序格局”，尔后又是

“情境模式”，强调行为的“实践感”。 

其次，“关系—行为”范式所涉及的“社会现实”（参见迪尔凯姆，1995；布迪厄，1998）与农民

的行为范围重合。除个人主义范式外的三大农民行为分析范式均坚持实在论，但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道德主义范式突出农民行为的道德规范，它依附于农民的生活共同体建构；“制度—行为”范式强调农

民行为的制度背景及社会结构作用，与国家属性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关系—行为”范式突出农民行

为的场域结构特别是相互关系，以农民的交往群体为依托。其中，“制度—行为”范式所关涉的“社会

现实”以宏观领域为主，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日常行为范围；道德主义范式中的社会现实只是农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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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方面，多限于村庄范围内，而农民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经常性地延伸到村庄或家族范围之外，

“展开在形成一个集市地区的一大批村子里”（费正清，1999）；“关系—行为”范式同样坚持实在论，

其中的“社会现实”即是可观测的农民的具体行为及关系，不仅因时而异，也因人而异。对具体的农

民而言，他们的关系延伸到哪一个层次或场域，他们的行为就相应地表现在那个层次或场域。就此而

言，“关系—行为”范式中的“社会现实”就是农民具体的行为和关系领域。 

再次，“关系—行为”范式的综合特性更强。“制度—行为”范式强调国家法律和社会制度的规范

性作用，国家法律和社会制度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离农民日常行为的空间距离太远，一般仅作为

行为背景发挥作用；道德主义范式虽然有制度内核，但以共同规范和道德约束为主，共同规范和道德

约束的强制性与约束性相对较弱；个人主义范式则完全依托于个体的心理机制，随意性又太强。这三

种范式都只强调了决定农民行为的某个方面，是一种单边主义思维方式，个人主义范式更是如此（赵

汀阳，2011）。“关系—行为”范式虽然建立在农民具体的关系及行为的基础上，但关系本身就是一个

结构化现实的体现，蕴含着国家制度和共同体约束，同时，关系还是农民行为的逻辑起点，其综合性

特质非常明显。 

当然，也不能唯分析范式论，而是要反思分析范式。反思范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定要明确，

各种分析范式或研究方法只是社会科学分工的结果，对“社会现实”和农民行为的研究应该超越学科

与唯方法主义、唯理论主义；二是不能唯分析范式论，分析范式及其发展最多只能是在思维和文化层

面具有意义，一旦回归到“社会现实”，分析范式及其发展必须经得起检验。所有分析范式均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结果，对分析范式的反思最好还是要回归到“社会现实”中。这就应该考虑到人类社会和农

民行为的本质。 

（二）关系是社会的本质，主导着人类行为 

首先，关系是社会的本质。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虽由个体组成，但社会超越个体，是个体

联结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所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

总和。”①布迪厄（1998）对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进行了改造，“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

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

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

而存在的客观关系。”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农村社会，因为农村社会的基础是血缘和地缘，个体不仅来源

于共同体，共同体本身有内在联结机制，这才有了农民聚居地和各种类型的农村共同体。 

其次，个体从属于社会关系。社会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作为社会的附属物，不能独立于社会而

存在，而是从属于社会特别是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

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②不仅如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①参见马克思，1979：《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第 220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 

②参见马克思，199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 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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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个体才能够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

当然，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体现在个体身上的关系从属性质也不一样。历史越往前，个体从属性就

越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

的整体。”②作为农耕社会的成员，农民自出生时起就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具有自然

性和初级性，与个体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群体所内涵的关系及社会机制是他们生存与行为的前提条

件，内化于他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之中。 

再次，关系主导人类行为。社会或群体具有历史性和连续性，个体具有实体性和相对独立性，相

对于群体或社会，个体是被嵌入的社会动物；基于社会群体的关系作为一种先行存在物，对人们的社

会行为具有主导性，直接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社会行为选择。与此同时，个体行为与社会关系之间有必

然的联系。布迪厄在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场域”，它指的是一束关系，可以被定义

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包亚明，1997）。“场域”是个体行为与

活动的“社会现实”。金耀基（1992）也认为，关系产生出一个社会磁场，所有中国人都活动于其间。

在布迪厄那里，与场域密切关联的是“惯习”，“惯习”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

所构成，是生存策略的原则（布迪厄，1998）。“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又反过来赋予“场域”

以意义并建构“场域”，它们之间的双向生成过程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真实逻辑，并形塑着“场域”或

“惯习”中的人类行为。而个人，则在“场域”与“惯习”所确立的各种关系的前提和背景之下作出

特定的行为反应，表现出连续的、针对一定对象、适合一定情境要求的行为活动（李伟明，1998）。这

一点对农村社会和农民行为而言尤其明显。悠久历史与农耕文明的内敛特性，使得农耕社会呈现出停

滞的静态特征，在少有外力干预或影响的情况下，静态化的关系“场域”和行为“惯习”就成为了农

民行为的日常指南。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古国，农村社会特别稳定，内部关系特别发达，

更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三）传统中国农民更重视关系 

首先，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内部关系特别发达。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小农经济有关。自给自

足经济使得农村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外部联系少；市场行为有限且局限于基层市场领域，农民只能

通过不断发展和强化内部的相互关系才能生存下来。与此同时，人口不断增殖和聚集，其结果是内部

关系的不断丰富与复杂化。二是与中国农村的传统型态有关。传统中国农村历史悠久，型态稳定，随

着代际更替、关系继承及累积性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再生产和积淀，最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而

且，村庄具有整体性和历史记忆功能，社会关系的维度与密度与村庄历史同步发展，越到后来，村庄

内部的关系就越是丰富与发达。 

                                                             
①参见马克思，195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 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参见马克思，1979：《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1 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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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系成为农村社会准则。由于农村社会历史悠久且停滞，农村社会关系不仅发达，而且主

宰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翟学伟（2001）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构成基础是天命观、家族主义和以

儒家为中心的伦理思想，它们囊括了人们物质的、精神的各个方面。正因如此，在农耕社会中，“关系”

有着强大的伦理偏向，并且内化为一种既定的办事规则，从而造就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秩序”。在

这一时期，“关系”不仅仅指个体之间的一般性联系，而是相当于法律、秩序、习惯等，是人们互动的

行为准则，具有组织社会和形成社会秩序的功能（李灵燕，2005）。笔者在对中国农村的传统进行调研

时经常获得的信息是，“搞好关系”和“找关系”成为农民处理日常和非常事务的首要选择。 

再次，农民依赖关系行事。中国农民非常重视关系，把对关系的考虑作为为人处事的重要内容，

平衡各种关系也成为农民的日常事务。有研究者认为，在传统农村，关系对村民的社会行为选择具有

支配性（林聚任，2009）。农民会根据所处社会关系坐标来行事，会根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做出对相互

之间关系的判断，并实施相应的行为选择。不仅如此，在多数情况下，农民会把关系原则置于行为原

则的首要位置。有研究者注意到，在熟人圈子中，中国人会表现出“处处以对方为重”“不轻易拒绝他

人的要求”“急人所难”“忘我地为他人办事”的处世方式（李灵燕，2005）。 

正因如此，关系在传统中国农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宰性或支配性的作用，是理解传统中国农民

行为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钥匙。有学者主张，“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包括农村社会结构）的

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也是理解中国人（包括中国农民）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土化概念（金

耀基，1992；李灵燕，2005）。这里同样认为，只有在“关系”的基础上理解中国农民行为，才能够发

现传统中国农民行为的规律。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本文认为，“关系—行为”范式在解释传统中国农民社会行为时具有

更强的解释力。不过，“关系—行为”范式仍然只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除了方法论

本身所持有的假设之外，“社会现实”本身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系—行为”范式中的“关系”和“行为”均限于狭义且微观的社会领域。在梁漱溟、费

孝通、许烺光以及金耀基他们那里，“关系”主要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杨国枢（2004）

进行了综合性探讨，以人与环境的基本互动方式为基础，构造了传统中国人行为取向的四个二级取向

（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并细分出个体与权威的行为取向，但仍然限定在农村

社会内部；翟学伟（1998）对学界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的困惑进行了比较和总结探讨，他的研究

在原有基础上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限于“社会行动的结构”。从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看，传统时

期农民的“行为”主要限于个体性的社会行为范畴，“关系”也主要限于农村社会内部，对农民行为的

探讨也就主要限于社会行为领域。 

二是对中国农民关系与行为的探讨主要限于传统时期。这一点不言自明。近来有研究者开始注意

到“关系”的历史性。如有研究者注意到，传统农民的关系在近现代社会以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形式表

现出来（莫少群、张进宝，2012）。这只注意到了经济领域中的农民关系及农民行为，且刚刚兴起。这

意味着，基于关系角度的传统农民政治行为领域仍然有待探索，转型及现代时期农民的关系及行为仍

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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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关系”的重视仍然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之一。Reis and Collins（2004）认

为：“证据是令人信服的，关系支配着几乎每一个领域的活动。”中国人不仅历来重视关系，更有建立

“关系社会学”甚至发展“关系学”的可能（金耀基，1992；张云昊，2005；边燕杰，2010）。中国农

民不仅在传统时期讲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和工厂企业后依然讲关系。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关系—行

为”范式，特别是其中的“关系”。 

四、“关系”内涵的拓展与历史性变化 

对“关系”的研究不应该坚持化约主义，至少应该坚持共时态和历时态两种视角。共时态指一定

时期内关系的各个面向，一般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历时态指的是历史性视角，不仅

要考虑到传统时期的关系，更要关注转型时期和转型后时期及现时代的关系及表现形式。基于分析范

式的研究及发展，这里先探讨“关系—行为”范式中“关系”应该具有的三个面向，再探讨这三个面

向的历史性变化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 

（一）范式中“关系”的三个面向 

在“关系—行为”范式中，行为是因变量，关系是自变量，传统中国农民行为的变化源自于农民

关系及其结构的变化。“关系—行为”范式源自于对传统中国农民行为的分析，主要限于社会行为，与

社会学的属性分不开。这是一种狭义上的“关系”与“行为”，忽视了农民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行为与

关系。因此，与农民行为相对应的“关系”至少表现三个方面：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这

里先分析三个面向的农民关系。 

基于农民行为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两种，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群体或组织）的关系。“关

系—行为”范式中的“关系”不仅囊括了这两个方面，还突出了传统中国农民的关系特征。个体与个

体之间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及拟亲缘的关系，以差序格局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体与群体之间有两个

层次：一为个体与家庭之间的隶属关系，个体无条件地服从于家长权威及家庭整体利益；二为家庭内

嵌于宗族或村落共同体。另外，家庭与家庭的关系、家庭与宗族和村落共同体的关系也影响到农民个

体的行为，这两种关系要通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体现出来。其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依

托于家庭与家庭的关系，而家庭又内嵌于宗族或村落共同体之中。就内在联结机制而言，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家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化的。 

基于农民行为的政治关系主要是指农民个体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相对于原生的社会关系，政治关

系是次生关系，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正常状态下，农民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权力及要求，表现为

服从与控制的关系。国家权力在传统时期以乡绅或里甲保长等为代表，农民服从于这些代表国家意志

的权威。另一种是非常状态下，农民起来反抗专制权力，表现为革命（起义或战争）与反革命、反抗

与压迫的关系。农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一种机械式的结合，源于国家权力对农民行为的规制与控制，

并呈现出两面性或双重性的特征。 

基于农民行为的经济关系主要是指农民个体与市场的关系。由于小农经济剩余不足，农产品交易

只会出现在极少数农民那里，且数量非常有限；在市场中，农民应该主要是消费者，交易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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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农民会实现自身的雇工化，通过异化自己的劳动与市场发生关系，这类人数量有限。总体来看，

由于小农经济特性及社会分工处于初始阶级，传统农民在经济领域中的关系就显得非常有限。 

传统时期农民关系的特征非常明显：社会关系是一体化的，政治关系是两面性的，经济关系是非

常有限的。这意味着传统农民的关系与行为主要发生在社会领域，且限制在农村社会内部。 

（二）中国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历史在发展，中国农民的“关系”和“行为”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现在中国农民“关系”的

历史性变化也相应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社会领域，农民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个体、家庭、村庄之间关系由一体化向解离化转变。在

传统时期家国一体化体制下，农村社会体现为村庄、家庭和农民个体的一体化，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依

次递进。土地改革以来，农民个体的独立身份开始显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以来，家庭从集体中解脱出来，重新成为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农民个体权利及独立人格有赖于国

家政策与法律授予，不再依赖于农村和村落共同体，成为了独立的社会行动者；村庄也由传统时期的

相对独立状态进入现代国家建构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位；与之对应的是，传统村落共同

体特别是血缘宗族的解体和社会关系的解离，市场化的冲击更甚。 

在政治领域，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传统时期的

间接关系转变为直接关系，由于行政下乡，农民个体直接面对国家；二是由传统时期单向的资源提供

（包括税费、劳役和兵役等）关系，转变为现在双向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三是农民与国家之间关系

的性质由传统时期的二元对立、剥夺和分离，转变为现在的相互依赖与和谐共存。 

经济领域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亦是如此，由过去的有限关系发展到现如今的经常、全面和致密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更甚。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民正在全面地、经常地（甚至永久地）、深

度地融入到市场经济之中；农民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越来越受到外部市场关系的影响，这在一些地区表

现更为明显。特别是，市场经济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风险，更意味着机会与更大的经济收益，

还有一些农民在市场中谋求个体的发展。 

综合来看，现阶段农民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农民与国家之间，不仅仅是关系量的变化，更

是关系性质的根本性改变；其次是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同样不仅仅表现在关系量的增加上，

还表现在关系质的变化上；农民与市场关系的全面化、紧密化和相互渗透，在不断地解构着传统农民

的社会关系。很明显，这三个方面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中，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表现为不

断增长与质性转变，其社会关系表现为解体与分离；它们是背道而驰的，前两个方面对后一个方面起

到了解构作用。 

从历史角度来看，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此消彼长式发展，其中，社

会关系由一体化向解离化方向发展，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则由分隔状态或微弱联系向直接关联和紧密

联系方向发展；二是由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延伸，即农民的行为与关系开始由农村范围向农村社会外

部及更大的国家与市场范围伸展，且成为农民行为与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三是由静态向动态转变，

即农民关系由传统时期的停滞状态转向现阶段的急剧变化，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在解离，现代性的政



农民行为研究：“关系—行为”范式的探讨及发展 

 - 10 - 

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迅速增长与增强；四是由社会层面向整体格局演变，即传统时期农民关系主要局限

于社会领域，现在则主要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关系相对而言不再居主导地位，在诸多

情况下反倒从属或让位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五、基于中国历史变迁的三个次级范式 

“关系—行为”范式建立在对传统中国农村静态、社会行为取向考察的基础上。对应于“关系”

内涵的发掘和拓展，特别是现阶段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既有的“关系—行为”范式也必然表现出

相应的发展形式。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农民“关系”的三个面向经历了历史性变化，“关系”

本身属性、格局发生了变化，需要深入探讨“关系—行为”范式的具体表现。二是从历史性的角度来

看，中国农民关系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征，相应地，“关系—行为”范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具

体表现形式——次级范式。 

（一）针对传统时期农民行为的“社会关系—行为”范式 

既有的“关系—行为”范式立足于传统时期的农民行为，主要限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领域，解

释力非常有限。对传统时期农民“关系”的探讨表明，传统时期农民的关系与行为虽然主要表现在农

村社会内部和社会行为领域，但并不仅限于此，也表现在农民与国家、市场的相互关系之中。因此，

对传统时期中国农民关系和行为的研究应该拓展到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领域，以及这两个领域的关系

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这就完全有必要对既有的“关系—行为”范式进行重新思考。 

一般状况下，国家与农民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权

威性、专断性、强制性和普遍性，以及国家曾经充当了农民的权利配置者和最终保护者的角色，由此

形成了农民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在政治关系中，农民只有服从和被统治的义务，他们的政治行

为也就主要表现为服从。恩格斯在论述封建时代欧洲国家小农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世代相

传，习于顺从”①。然而，依附性是一种单向度的关系，当决定方即国家权力过度扩张时，依附性就会

很容易转化为反叛性，且由于皇权甚远，监控不力，农民也就容易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起来反抗。不过，

农民对国家权力的依附是常态，反抗是非常态，反抗是为了恢复到依附状态，由此决定了传统时期农

民始终居于服从者或从属者的角色。同样由于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乡绅或里甲保长成为了国家

权力在农村的代表，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2010）因此形成，农民也就成为了乡村经纪人保护或

者剥夺的对象。其结果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内嵌于农民的社会关系中。 

在经济关系领域，农民与市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市场所需是农民所产，或者说市场中有农民

需要购买的产品。这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离开了市场或农民当中的任何一方，市场及市场关系都

无法形成。不过，由于传统时期农民的市场关系及行为非常有限，且处于市场层级的基层，农民对市

场的依赖性非常低。 

这两种关系对农民的社会关系都有强化作用，只不过方式不同。其中，政治关系直接强化了农民

                                                             
①参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卷，第39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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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关系内嵌于农民的社会关系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时期政治关系对

于农民而言具有剥夺属性，农民是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生存，更是为了避免被过分地剥削，农民要

依赖于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来规避可能出现的生存风险，不得不更加依赖于乡村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

强化作用则是另外一种方式，即对市场关系的弱依赖反过来会强化农村社会内部农民的相互依赖。正

因如此，具有相互性的社会关系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自然而然地居于主导性地位。 

综合来看，传统时期农民的关系集中，社会关系居主导性地位；皇权甚远及其剥夺属性致使政治

关系内嵌于社会关系中，经常通过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农民的经

济关系不仅量少而且质低，微弱的外部依赖性反过来会强化对农村社会关系的依赖。正因如此，对传

统时期农民行为研究的总结——“关系—行为”分析范式，主要适用于农村社会内部及社会关系领域，

据此可以表述为“社会关系—行为”范式。这里的“社会”主要指农村社会，属于微观社会领域，所

以，“社会关系—行为”范式还可继续深化为“（微观）社会关系—行为”范式。 

（二）针对新中国建国后农民行为的“政治关系—行为”范式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随后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民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关

系—行为”范式也就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农民关系的重构首先表现为现代性政治关系的建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与国

家之间的间接代理关系被直接的关联所替代。土地改革及与之相伴的政党、政权下乡，不仅消弭了国

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代理者，打通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阻隔，实现了农民与国家权力的纵向一体

化（刘金海，2007），还重构了乡村社会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拉近了国家权力与农民的直线距离。其

结果是，农民直接面对国家，成为了国家权力的直接接受者。二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单向关系向双向

关系转变。传统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主要表现为服从；这一时期农民同样服从于国家权力，但还是社

会主义政治的主人，直接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生活。在农村政治生活中，贫苦农民最有发言权，他们

成为了农村政治生活的主人。 

政治关系一体化建构的后果，是传统农民社会关系的解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农民的

社会关系被解构，特别是传统农民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关系被解构。农民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社会

关系取向也被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取向替代，之前的朋友关系也被同志关系所取代（Vogel，1965）。

二是传统村庄中的道德伦理被解构和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伦理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集体伦

理虽然在形式上接近于传统的乡村道德伦理，但其内核为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集体主义甚至是国家主

义，有别于传统的道德主义。这一点使得传统农村社会道德伦理关系解构的同时，还实现了农民社会

关系的政治化，以及农民观念和意识的政治化。由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无经验可循，一切处于建构过

程之中，对农民而言，建构化的政治关系不仅替代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还重构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使

得农民的社会关系不仅以政治关系为内核，还以政治化的社会关系为表征。这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

现得尤为明显。 

政治权力还通过统购统销政策、计划经济和集体劳动等，将农民的个体生产行为整合为集体化的

生产活动。一段时期内，国家还取消了农村市场，抑制并替代了农民的经济关系和市场关系。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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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服从于计划经济和政治安排，市场交易行为及关系趋向于零。 

相较于传统时期农民政治关系的社会化，建国初期及其后一段时期，农民关系的格局主要表现为

政治关系的建构以及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政治化。无论是社会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服从于政治关

系和国家权力，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亦是如此，还被附加上了革命或政治属性。“草根性动员”

“需求性动员”“政治性生产”和“运动式生产”等，成为总结此一时期农民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理

论术语。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关系的政治化，所以，分析农民行为的“关系—行为”范式就主要以“政

治关系—行为”范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政治关系主导之下，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性空前增强，

并达极致，农民的行为也就呈现出高度政治化、一体化和模式化的特征。 

（三）针对现阶段农民行为的“经济关系—行为”范式 

现阶段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其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指改革开放到农业税取消

之前，二是指 21世纪初实施惠农政策以来。这两个时期对农民关系和行为而言，有承上启下、承前启

后的作用，二者不可截然分开，故在这里一并考虑。 

这一时期农民关系的变化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但以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为背景。国家通过农

村体制改革，给予农民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赋予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随后不久，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农民成为市场中的独立行动者。农民的经济关系经常且普遍性地超越村

庄范围，且空前发展和丰富，同时进入到量变和质变的过程中，从农村基层市场范围进入更大范围的

市场之中，农民经济关系市场化的程度也就愈来愈高。 

农民经济关系的宏观化有赖于政治关系的变革。先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从完全控制状态退

回到有限控制状态，范围不断缩小，程度不断降低；其根本性改变的标志是 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国

家与农民关系进入新的“蜜月期”。与此同时，惠农政策和各项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在确保农民基本

权利的同时，引导着农民经济关系朝着差异化的方向发展。有的农民蜕变为“农民工”，有的农民成为

规模经营者，还有的农民回归于生存农业状态之中。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在农民那里主

要以农民经济关系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农民经济关系发展和政治关系经济化的后果，是农民社会关系的经济化趋势。首先，社会关系因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地被解离，农民作为个体和独立的行动者，逐渐且不断地从家庭和

农村中解离出来，进入市场和经济组织，经济活动成为了农民的主要活动，经济关系也就逐渐占据了

农民关系的主导地位。其次，基于农民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逐渐地经济化，以货币关系替代传统

的人情与面子关系，传统的帮工与互助形式也以雇工和货币结算等方式取而代之。其结果是，经济关

系在农民关系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了主导性的关系。 

这一时期农民关系的两个特征非常明显：一是宏观化，二是经济化。“宏观化”可以归纳进“制

度—行为”分析范式，但难以突出这一时期农民关系的根本特点；“经济化”贯穿于经济、政治和社会

关系，不仅经济关系本身是如此，农民的政治关系以其经济行为为最终表现，农民的社会关系也在不

断地经济化。工具主义和商品化取代了朋友和同志关系，成为个人关系的主要特征（Gold，1985）。正

因如此，研究农民行为的“关系—行为”范式在现阶段主要以“经济关系—行为”范式的形式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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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农民的行为也主要以受市场引导的行为领域、受市场调控的行动范围等的特征表现出来（刘金海，

2015）。 

六、范式检视及未来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运用“关系—行为”范式分析中国农民行为变化时必须慎重。这是因为，

“关系—行为”分析范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不仅“关系”是一个

“社会现实”，行为也同样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作为行为的主导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内涵、属性

及表现形式；特别是，在每个时期或阶段的“关系”格局中，都有一个主导性的“关系”，使得“关系

—行为”范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次级表现形式。 

次级范式的存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分析范式不仅具有一般性，同时具有发展性。分析

范式作为方法论基础，不应该僵化，而应该回归到它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中。“社会现实”在不断

地发展变化，“关系—行为”范式也就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二是次级范式依次发展意味着中国农民

关系和行为的根本性变化。这是因为，在三个次级范式中，不同时期的主导性关系完全不一样，各自

有着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寓意着农民的关系与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结果一方面是农民行为

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是关系在农民行为变化中仍然具有主导性作用。 

虽然“关系—行为”分析范式随着历史进程发生了变化，但有两点是不变的。第一，由于时间短，

作为关系载体和行动者的农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但仍然受到家庭伦理和传统规范的约束，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诸多时候仍然局限于小农思想。

我们在进行农民的关系和行为研究时，不仅仅要关注农民关系的变化及与之相应的行为的变化，更要

关注他们行为中不变的方面，特别是作为行为者载体本身的一些特性等。因此，道德主义范式、个人

主义范式及基于“制度—行为”范式的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仍然有合理的成分。第二，不论是“关

系—行为”范式本身还是三种次级范式，其中的“关系”都是决定农民行为的主导性因素。这不是由

范式决定的，而是由中国“社会现实”决定的，与长久以来的农耕传统分不开，“关系”也就因此日久

弥新。虽然“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农民行为受制于关系的机制并没有改变。所以，

中国农民一直是关系的体现者，一直处于被动者和被决定者的地位，他们虽然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动性，

但必须以社会和国家主导决定的关系结构为前提。 

历史正在发生变化，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它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相伴而随（张

爱华，2011）。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现阶段农民的变化（阎云翔，2006；赵爽，2010；张良，2013）。

当代农民也正在经历从传统微观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融入宏观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艰难历程。这一历

程对农民关系及农民行为而言有三个消极的后果：一是行为无依。农民脱离传统熟悉的生产活动、几

乎静止的生活领域，以个体的方式，进入一个动态且宏观的关系网络。没有了传统关系网络的保护，

也没有了家庭和集体的组织依托，农民只能尝试着以个体、能动的方式适应现代社会。二是行为无束。

个体化意味着农民个体与传统、农村和集体主义道德的解离，而社会需要的公民和公共道德尚未形成，

以致于在农民身上经常出现无道德的个体化状况（阎云翔，2006），缺乏有效的内在约束和道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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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极容易陷入极端个人主义之中，进而导致“无公德的个人”的泛滥（郭星华、汪永涛，2012）。三

是行为无序。这是农民行为无依和行为无束的结果，农民行为无序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社会关系和市场

关系中。 

个体化对农民关系网络而言，其消极后果在社会关系领域中更甚。原因在于，在政治关系和经济

关系领域中，一端是独立的农民个体，另一端是宏观层面的法律、制度、政策和市场等，通过国家权

力对法律、制度、政策和市场进行改革、维护和规范，可以在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之间建立起规

范且正常的关系。而农民的社会关系领域则并非如此：一是社会关系领域无法上升到宏观统一的范畴，

无法通过国家来建构；二是中国农民行为及其能力长期受关系制约，主体性能力和反思性动力不足，

难以通过自身关系建构起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三是农民虽然能够从传统社会脱嵌，但缺乏再嵌的微

观场域和机制，仅靠个体化的农民自己，很难再建构起有效的社会关系。这一点不仅是乡村社会秩序

重建的问题所在，也是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张良，2013）。 

鉴于中国农村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农民的政治关系也有待于优化重置。现阶段农民虽然已经具有

独立的政治身份，直接与宏观制度、法律和政策发生关系，但他们在政治关系中仍然处于被动接受者

的位置；虽然村民自治赋予了农民独立的行动能力，但限于村庄范围且有限的投票和决策权力，他们

难以对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政治产生影响。这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也不利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有鉴于此，可以在基层政治生活方面有所突破，如将农民的政治参与纳入乡镇社会治理，或

通过社区化、组织化的参与，重新建构起新型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到那时，分析农民行为的“关系

—行为”范式就应该发展成为“行为—关系”范式，中国也将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真正变成一个现代

化的国家。 

七、结语 

无论是在理论角度还是历史角度，“关系—行为”范式都是分析中国农民行为的一种有效方法或

视角，随着中国历史进程和农民“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并呈现出更加具体的次级范式。然而，作为

分析范式，其解释力和有效性不限于农民行为研究，也可以拓展到中国人行为的分析中。 

一是中国农民关系和行为的历史进程同样甚至先于中国人的关系和行为的历史进程。中国农民的

关系与行为属于实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范畴，属于微观领域，它从属于宏观社会领域，是宏观社会和政

治变迁的一个方面，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宏观社会变迁的一些特性或属性，特别地表现在行为变迁的动

机与约束机制上。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可知，传统中国人均注重关系，伦理或关系是他们行为

的出发点；建国初期，中国人同样受到政治关系的强制约束，后来又进入计划体制时代；改革开放特

别是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和权利凸显，如同现阶段的农民一样，他们在社会中有更多的选

择机会，货币收入亦成为绝大多数人做出行为抉择的首要选项。这一变化过程与中国农民行为动力与

约束机制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 

二是关系在中国具有普遍性，现在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者注意到“关系”作为传统文化

的沉淀已经超越了时空，在华人组织内的指涉范围依然宽广（张云昊，2005；郑伯埙等，2006）；有研



农民行为研究：“关系—行为”范式的探讨及发展 

 - 15 - 

究者开始注意到“关系”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形式（莫少群、张进宝，2012）。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应该

超越“关系”的特殊性和具体主义内涵，挖掘“关系”的一般性和普遍主义内涵，不能仅仅限于社会

关系领域和人际关系、社会互动，而应该从人类社会的属性来看待它，把它当作人类社会活动与秩序

形成的机制。因此，这里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人们社会互动的基础、过程或结果，而应该是人类行

为的网络或背景；不仅如此，人类的行为还将改变关系网络或促进关系网络发展，促进人类行为与关

系之间的互构与同构，真正实现关系的社会本质特征①。 

三是对中国社会而言，基于关系的“关系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种规范与价值，引导

人们的行为取向，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的社会行为模式，并被人们内化为行动的准则。在“关

系主义”的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关系是本土组织行为学的分析框架，“关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

人尽皆知的学问，而且关系成为各种组织内部“潜规则”的一大根源（张云昊，2005）。有研究者提出，

应该建立“关系社会学”，并把它作为探索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念、中国社会学学科方向、社会学的中

国学术流派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边燕杰，2010）。这意味着，从关系的角度探讨“社会现实”特别是

社会行为应该成为一门科学。不仅如此，“关系”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了一个英语世界的通用名词，曾

经以音译（Kuan-hsi）现在以中文拼音（Guanxi）作为它的专有名称。由此可见，基于“关系”的“关

系—行为”分析范式不应仅限于农民行为研究领域，还有发展成为社会行为研究分析范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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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Guanxi-Behavior Paradigm and its 

Development 

Liu Jinhai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farmers’ behavior. Previous scholars have constructed different paradigms of analysis 

based on certain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concerns. In relative terms, the Guanxi paradigm has a greater explanatory power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behavi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armers. However, limitations also exis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ose 

limitations and current changes in reality, the study proposes to explore and expand the connotations of Guanxi, so that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Guanxi paradigm can be achieved from a social sphere to a macro level. The analysis of farmers’ behavior 

shows that Guanxi-behavior paradigm is demonstrated as three sub-paradigms: a social Guanxi-behavior one, a political 

Guanxi-behavior one and an economic Guanxi-behavior o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and 

behavior of farmers are developing towards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at the Guanxi-behavior paradigm will change accordingly.  

Key Words: Farmers’ Behavior; Paradigm of Analysis; Guanxi-behavior Paradigm 


